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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口、高家堰与清王朝对黄淮水 

环境的控制（1755-1855 年） 

王建革
1
 

【摘 要】：清代黄淮交汇的区域在清口。清代中前期，官方沿续长期的以清刷黄策略，使清口成为水流控制的

中心。早期清口的清水优势明显，不但由于湖水较深，也由于壅正年间加高了高家堰，人为地促进了清水的优势。

这时期，清口水利枢纽有效地发挥作用，淮水七分入黄，三分济运。随着黄水在清口的倒灌和黄河上游南岸的黄水

入湖，黄河河道和洪泽湖北部湖底不断淤积，黄水优势也不断增加。官方加高高家堰，加强蓄水，以致高家堰的危

机不断产生。乾隆五十年以后，借黄济运经常发生，运河被淤。清口不再是水流控制的中心，高家堰上的泄水坝成

为控制中心。每一时期的水文变化，都有相应的黄淮运湖的互动，官方的各种措施也是在清口、高家堰与洪泽湖水

流互动基础上形成的。 

【关键词】：清口 高家堰 水流变化 

明王朝重启大运河以来，淮阴以上的运道与黄淮水系交汇于洪泽湖。淮水在清口分流进入黄河和运河，以清刷黄的同时以

清济运，实现了治黄与济运的双重效果。水流控制核心在清口，高家堰抬高湖水水位，加强了清水的水势，使清口成为水利枢

纽。从靳辅治水到黄河改道，这其间清口的水环境有一个从清水旺盛到清不抵黄的过程，高家堰也有一个从安到危的过程。随

着黄河河道和洪泽湖的北部湖底在淤积的环境下抬高，官方需要不断地加高高家堰才可以保证以清刷黄的水位的抬高，湖水常

决高家堰，高家堰危机发生，高家堰上的泄水坝也成为泄水与蓄水的控制中心。随着黄河河身和洪泽湖北部的淤高，藉黄济运

经常发生，运河也被淤抬高。总之，水环境的变化使得清口、高家堰和洪泽湖治理都发生一系列变化。研究这一阶段的清口、

高家堰与洪泽湖水流的交互关系，对理解清政府黄淮运湖的治理有重大的意义，这不但有助于理解清代的治黄、治运与治淮诸

工程，还有助于了解清代末期国家整体上控制水环境能力的变化以及相关的政治与环境的关系。 

一、束清坝与清口的分流控制 

明初清口水流无阻拦，是自然条件下的黄淮相合。麟庆言：“黄既不常入泗，纵入亦系贾鲁河分流其入淮之处，距清口尚

远，故至嘉靖初年，虽洪泽湖诸湖已汇为一，而河口末尝倒灌，淮得畅出其河口，情形犹与明初相同。迨嘉靖初年以后，黄常

入泗，三义口淤塞，河流南徙，于清河县前与淮水交会于小清口，黄强淮弱，横截河口，于是淤湖淤运，百病丛出。”这时的

黄强淮弱是在自然水流的基础上形成。1筑高家堰以后，导向清口的淮水水流不断加强，形成刷黄的动力。靳辅治河以后，蓄清

刷黄和高家堰修筑进一步加强。当时高家堰较低，清口水流相对平衡，康熙中期以后，淤积开始因着上游决口而发生。乾隆十

五年高斌言：“先是因黄河上游宿迁之徐家湾、萧家渡、安东之时家马头、山阳之童家营溃决，黄既分流，水缓沙停，屡有淤

垫。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国筑拦黄坝，另挑马家港引河，导黄由小河口入海，下流既窄，上流愈壅，频年冲溃，清口淤

为平陆。”康熙三十九年，张鹏翮堵塞决口后，遵皇帝命将拦黄坝尽行拆去，广辟清口。
(2)
 

张伯行提出收束清口的建议：“洪泽湖水即小，则清口不宜太宽，宜收束使窄。若虑口小则水急，运船难行，则宜于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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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复张福、王简、黄邵三口，酌量开放，清水太大则三闸俱开，中大则开二闸，稍大则开一闸，水小则全闭，务使清口之水

常平，则船自易行而不使黄水倒灌，则清口之为清口得矣。”他认为运口的位置也应适当调整。“黄水之所以倒灌运河者，亦

运河口门正与清口相对，所以一经倒灌即入运口，其势甚便也。今宜将运河口改于武家墩堤西石坎之东，使口门向南，则运河

口与清口相背，自不至有倒灌之虞矣。”他认为将运口等闸堵闭，将高家堰各闸堵闭，可以形成清水旺盛。(3)引河疏导的办法到

后期无能为力。康熙三十五年，董安国对引河水势有清楚的认识：“烂泥浅、帅家庄、裴家场三道引河，势分力弱，每逢倒灌，

动辄淤垫，应从大墩接筑长堤，挑濬裴家场引河，逼令全湖之水汇归出口，并力敌黄。”(4) 

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清口有复杂的坝工应对水环境变化。康熙三十七年官方建清口束水坝，束清坝“西坝御黄，东坝

蓄清，以时拆展。”乾隆时期束水坝三次下移，改称御黄坝，以运口兜水坝为新束清坝，嘉庆十年又移新束清坝于运口之南。

康、乾、嘉时期，此坝成为清水控制淮水入黄入运的控制点。
(5)
康熙三十八年，张鹏翮指出，靳辅治河时的水文平衡已遭破坏。

“今河身淤垫，竟成平陆，清水隔绝不绝，独有黄水流入运河，深不过三尺五寸四尺不等，与去岁所见大不相同。”当时烂泥

浅的裴家场引河旋挑旋淤，清水敌黄不力，官方又挑张福口引河引清水于黄河口相近处入运河，势在裴家场引河以上。“上下

水势相济，当夏秋水长之时，两处清水汇合，庶可敌黄。”张福口引河工程完工后，张鹏翮又奏请修高家堰的六坝工程，修高

家堰“逼清水出口，以会黄入海”。这些工程完成之后，张鹏翮在七月完成了有东西二坝的束清坝建设。运口也筑二坝。九月

十三日他令河官“将运口两坝筑毕，仅留口门以放粮船。”引清水入运后“再将六坝闭塞，逼清水滔滔出口。”
(6)
康熙三十九年，

清口外又建拦黄坝。(7)拦黄坝又称挑水坝，于东西坝外，使清水正趋下流入中河运口。“将黄河清口之水尽向下流，再合为一处，

则黄水之水，永无倒灌之虞。”(8) 

束清坝分七分淮水入黄归海，三分淮水入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嘉庆五年，“湖水去路有二，一由束清坝、

御黄坝入黄河出云梯关归海，计泄水十之七八；由运口折东经三坝三闸入淮扬运归江，计泄水十之二三。”(9)束清坝建后，以前

运口的转水墩仍起作用。康熙四十六年，皇帝对张鹏翮的上谕有：“清口湖水，七分敌黄，三分济运，今应将大墩分水处西岸

草坝，再加挑宽，大使清水多出黄河一分，则运河东堤不致受险。”(10)靳辅所置转水墩与一系列工程与当时湖水与黄流相关，

束清坝修成后，官方还在康熙三十八年开了开陶庄引河控制黄水。“以分泄黄水，后淤。五十一年复开，又淤。乾隆七年开宽

复挑，共长七百二十二丈五尺，旋放旋淤。”乾隆四十一年建成陶庄新河一千六十丈，“扼河北注，而于旧黄河建筑柴坝土堤

以截之，名顺黄坝，四十二年放河。”(11)靳辅设的转水墩当时很有规模。包世臣言道：“转水墩在湖口五道引河之外，运口头

坝之上。从前洪泽湖口中内有引河七道，而黄河大溜傍南岸直指运口，故筑转水墩，分湖溜之七西北行以敌黄，其三则东南入

头坝以济运。墩之形不可考，故老言其上可堆料五百垛，则周围盖以千丈计。自康熙之末，吴城砖工外，御坝既成，河溜北趋。

湖口积有淤滩，宽至九百余丈，名太平河，其西岸筑顺黄堤以御黄涨，而转水墩仍湖溜七分使向西北，则恐冲开顺黄堤，接引

黄溜南行，为害运河，实有不得不拆之势。”(12) 

乾隆初年，高家堰上仍有天然坝，口门较低。鄂尔泰言道：“查天然坝之名，始于明河臣潘季驯，因彼时湖底甚深，此处

地形稍亢且为山盱尾闾，而高家堰石堤仅三千余丈，又不足恃，故用水防决，然亦止令漫溢而出，初未闻掘坝至地，而一泄无

余也。今湖底既高，水面随长，形势迥异。”天然坝的过水是湖水涨到一定水平后自然溢水，平时泄水不用启用此坝，故天然

坝常闭。湖底淤高后，河臣启用天然坝“藉以减水，则又有三滚水石坝。南坝、北坝宽七十尺，中坝宽六十丈。且前河臣齐苏

勒，恐其减水无多，复经将三坝各改低一尺五寸。是半槽之水，湖本能容，过岸之水，坝已足泄。天然土坝原不须开，乃河员

旧习，但遇湖水盛涨，三滚坝尚未过水，即将天然坝掘与地平，俾全湖注东。”河员常开天然坝而不开滚坝，因天然坝地势较

高，可以先泄高水位的水。壅正年间坚筑高家堰以后，鄂尔泰认为可以不开天然二坝。“请敕下河臣，将天然二坝永不许开，

俾洪泽湖水得以常蓄。至有为天然坝不开，高堰堤危险之说者，查高堰石工共长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余丈，计七十余里，且堤顶

宽四五丈，贴堤土工靠实，坦坡如法而苇草蟠结，过堤之浪不能击背而撼，此万无可虑者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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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清口与七条引河示意图(13) 

乾隆元年伏秋，水势甚大，三滚坝和天然坝皆开，七月二十五三坝停流，二十七日天然坝下埽堵闭。“收蓄全湖清水，由

清口畅出，汇黄东注。”乾隆二年七、八月，三滚坝未过水。乾隆四年大水，六月中旬滚坝过水，洪泽湖水志长至一丈六寸。

“三滚坝北中二坝过水一尺七寸，南坝过水一尺一寸，天然坝坚闭不开。”六月二十五日高斌上奏时，湖水又涨至一丈二尺一

寸。“山盱滚水坝北中二坝过水三尺二寸，南坝过水二尺六寸。”天然坝仍坚闭不开。六月二十八日，“洪泽湖水长至一丈二

尺四寸。清、黄同时并涨，又加山东客水大发，比雍正八年大小仅小六寸。高堰三滚坝北中二坝过水三尺六寸，南坝过水三尺，

天然坝坚闭不开。”天然坝不开，下游泄水入里下河的三坝也不开，使得下河地方得免水患。(15)这时期，清口淮水旺盛，刷黄

得力。水位普涨，高家堰加高，天然坝常闭，三滚坝常开启以泄水，再到后期，天然坝闭，新建两个滚水坝代之，即智、信二

坝。嘉庆八年，陈大文论奏道：“乾隆十六年奉高宗纯皇帝谕旨，天然二土坝永禁开放，另建石坝二座，并南、北、中三石坝

共为五坝，以仁、义、礼、智、信为之次。仁、义、礼三坝照康熙年间旧制，高堰志桩长水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听其由石

脊过水。惟智、信二坝，则于石面之上加筑封土，嗣后仁、义、礼三坝亦一并封土，高不过四尺，宽一二丈，仍照向定章程，

长水至九尺以上，以次相机开放。”(16)更细的规则有：“仁、义、礼三坝过水三尺五寸，始启智坝，仍不减，次及于信。”(17)

乾隆九年七月，吏部尚书果毅奏道：“天然二坝，原议徹底开放，必致清水受亏；若永行坚闭，又虑出格之水湖不能容，请将

天然二坝改建滚水石坝，照山盱三滚坝式量，高一尺，不致过水太多，覆准遵照，尚未兴工。查洪泽湖地势，尽南之天然二坝，

尽北之武家墩，俱较古沟、六安沟高七尺，余较高堰高六尺余。准水入湖正溜，先至古沟、六安沟低处，然后分溢武家墩、高

堰外滩，其浸及三坝、天然坝外滩者，乃其回溜倒漾。”全湖涨满时，“水出清口交汇之地，河宽四百余丈，清水过盛，占流

四分之三，逼黄路窄不能畅下。”(18)全湖涨满时，有清水过旺之嫌。总之，这时期清口刷黄得力，后期河臣有论述：“从前乾

隆年间，湖高于河自七八尺及丈余不等，一交夏令，拆展御坝至一百数十丈，故能大泄清水以刷淤。时及秋冬，虑其泄枯，始

收蓄湖潴以济运。后因河底渐垫，至嘉庆年间改御坝为夏闭秋启，已与旧制相反，除上游失事之年，仍未展束、御两坝畅出清

水，外其余年份，虽亦时启御坝，而黄河偶涨，即形倒灌。”(19) 

二、乾隆二十年至乾隆五十年的情况 

乾隆中期以来，洪泽湖及其周边有丰水性增强的变化。乾隆二十二年，梦麟言道：“伏查洪湖水势，二十年以前患其不足，

近则患其有余。”丰水性增加伴随高家堰滚坝过水的增加，下游有泄水危机。“高邮或开七坝，或开五坝以泄之。”里下河地

区被淹，官方挖范堤泄之，而晒盐的亭场又被淹。
(20)

因洪泽湖北部湖底抬高，湖水向南集中引起的，五坝过水量增加，下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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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增加了水量。这时，清口区保持着清水刷黄的优势。乾隆二十四年，总体水势是清强黄弱。五月二十六日，“洪湖出水尾

闾溜势甚为强旺。”清口处“清水畅达出口，逼抵浊流较前更远。”清口对岸陶庄淤滩在黄河溜势北趋时被冲刷，这一年刷去

一百五十余丈，宽五六十丈不等淤滩。“清强黄弱，黄运循轨。”闰六月初，洪湖自淮水长发以后阴雨不断，白钟山在三坝过

水三尺五寸时“先将智坝封土除去，湖水仍在长发，又将信坝封土起除。”清口区域淮水盛张时，东西二坝展宽，清水畅出清

口，“抵黄势甚强旺”。闰六月初，尽管洪湖水势比往年盛大，由于清口水流畅通，下游水情也相对稳定。(21) 

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在山盱厅立水志，规定不轻启五滚坝。(22)官方视山盱滚坝的水情对清口束水坝进行拆堵。乾隆二

十八年七月，高晋等奏道：“本上年钦定，展宽清口机宜应以五坝水势为准，如五坝之水由六尺长至七尺，则水与坝脊相平，

即应将清口展宽六十丈。”(23)官方开清口坝，闭山盱五坝，淮水基本入黄。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阐述了

以清刷黄的时机和技术特点。“前令视五坝水志，展拓清口以资宣泄，使洪湖异涨，不致漫溢为灾。迩年颇收其效，但启放固

当始于未然，而堵筑亦不可不以时消息。盖洪湖上承淮北诸山水，易水易落，而黄流迅驶，岁以为常。若湖水畅消以后，清口

收蓄稍迟，则清流力弱，势不足以刷黄，恐致倒灌。”(24) 

乾隆初期清水常盛，刷黄顺利；乾隆中期阶段，黄淮平衡，黄水优势增长，有时出现倒灌。以乾隆三十三年为例，这一年

黄淮并涨，黄水高于清流，清口需要束坝抬高清水水位。十月，“秋汛以后，黄水加长，消退甚缓，又值洪泽湖水势较弱，以

致力不敌黄，倒灌日久。”黄水倒灌时间达三月之久。八月份漕运总督认为洪泽湖水势逐日增长，黄水再落一尺可以刷黄。(25)

七月初八日，高晋指出，尽管清水仍在上涨，却仍需收束清口。“惟有将清口东坝量为收束，俾黄水少进，则清水易于外出。”

他命道厅将清口收束三尺。(26) 

随着湖底淤高和黄河河身抬高，黄水倒灌之势加强，乾隆四十四年官方添建御黄坝以防倒灌。孙玉庭等人言道：“清水之

能否敌黄，惟较湖河水面之高低，不关筑坝之远近。前此御黄坝之设，专为拦御黄流倒灌，宜于外挺，俾内河少停淤之患，堵

闭时亦无入袖之误。若清水外出之时，则以收蓄湖水为主，御黄坝即与束清坝为重门拦束，宜于口门不深，两坝可以收窄。”(27)

乾隆四十年以后，官方利用了原有黄河河道建成新的陶庄引河，使清口的出流长度达五里，黄河暂时不易倒灌。官方将清口外

黄河故道两边堵塞，东为拦黄坝，西为顺黄坝，入黄之处为横拦黄水的御黄坝。束清坝始建于康熙三十七年，乾隆四十四年官

方建御黄坝，乾隆四十六年又移束清坝与运口相齐，在运口前收束清口逼清水入运河。临运口处有束清坝，控制清口入运；临

黄河处有御黄坝，控制清水刷黄冲沙。这一工程使清口免倒灌达十年。然而，乾隆五十年仍然出现了黄河倒灌清口的现象，官

方不得已而引黄济运。(28)这种恶化是从乾隆中期积累而成。乾隆四十一年高晋与萨载等言：“近年黄水时有倒灌，致通湖引河

淤垫，引河浅阻，清水不能畅出，清江淮安一带，运道俱有停沙。”高晋讲了二十年以来的变化。“臣在工二十余年，历经黄

流倒灌，河道停沙，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游浅阻，或淤在下，而上流壅盛。通塞靡常，疏治亦无良策。”(29) 

三、乾隆五十年以后的危机与黄水入湖 

乾隆五十年，连续大旱下的黄河泥沙使清口淤高，漕船搁浅，官方不得不引黄济运。吴璥言：“乾隆五十年因久旱水枯，

洪泽湖仅存水二尺二寸，是年秋冬及五十一年春，自河口以达淮扬运河，悉系借黄济运，清口淤成平陆。直至夏秋，淮水长发，

始得畅出敌黄，而河势亦即复旧。”(30)清口淤成平陆的事靳辅治河时也有，当时高家堰不高，水流松散，黄水倒灌只是一时。

乾隆五十年的引黄渡运时，黄河水进入里运河，把里运河和高宝湖槽淤高 3米，运河水只剩 1米，局部地区只有 20厘米。(31) 

从乾隆五十年到嘉庆初年，时有藉黄济运，淤积却不像后期那样严重。嘉庆九年，陈大文提到了清口倒灌的历史和现状，

“自前明迤今，河口倒灌次数，难以更僕数，而太平河一带清水，得出即通，历来从未淤断，本年四五两月，倒灌次之水，亦

漾至武家墩以南，至六月初一日后，清水畅出湖尾之太平引河等处，即已刷深。”他讲了从明到嘉庆年间的倒灌状态，也指出

当时湖底仍然没有淤浅到很严重的状态。“湖中盐米商船以及渔船往来甚多，并经确切询问，所言相同，是现今湖底尚不为浅。

这其间有洪泽湖因高家堰筑高而产生的湖面扩展，一些区域水深增加，以前则是湖滩。陈大文等讲了移清口与修坝的作用。“查

清口未改以前，原只有束水东西坝一道定制，视湖水大小以定口门宽窄。如湖水渐消，亦渐次收束。自乾隆四十一年移改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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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势远气宽，清水外出无力，束清坝一道，不足以资收束。于五十年前，大学士公阿桂奉命添建御黄坝一道，亦视黄水大小

递相拆筑以御黄流，颇为得利。但水势总争高下，各该坝虽能节宣，亦难免倒灌。惟有设法节节收束，使之逼溜，刷沙不致过

于宽缓散漫。”
(32)
 

早期洪泽湖北部水量较少，但当时黄河也较低，后期湖水浩淼，却是难以济运，关键在于黄河河身的淤高。嘉庆十年左右，

铁保阐述了清口清黄水势的变化。“洪泽湖淤垫，前河臣靳辅疏载彼时湖中止有存小一道，宽十余丈，深五六尺至一二丈不等。

今则湖面宽数百里，深至二三丈不等，较靳辅时大不相同，又岂得反诿为淤浅。况清水之敌黄，所争在高下，而不在浅深，此

说又可勿论矣。惟河身抬高一说，询之在工员弁兵夫及濒河绅士，佥称嘉庆七八九等年，黄河底淤高八九尺至一丈不等，是以

清水不能外出，河口之病，实由于此。”(33)嘉庆中期，清水更加难以敌黄。嘉庆十六年三月，勒保等言道：“黄河水势长落靡

常，而湖水微弱已极，不但不能敌黄，且不能济运。”当时的形势是“淤河可治，淤湖则难治。现今湖口滩高，皆前此黄水入

湖之病。”(34) 

嘉庆十七年，运河在黄水入运环境下停淤增加。“往年下游扬河一带水势不大，故黄水灌入黄河，尚难径下，然已不免停

淤。”百龄提出上游减黄助清的计策是使上游的减黄坝泄水，经沉淀，入湖成清水，以此减黄助清。“为今之计，惟有筹画减

黄助清之计，以济回空。查减黄之途，有天然闸、峰山闸、祥符五瑞闸三处，天然、峰山二闸，下游河道久已挑濬，即可启放。”

他认为桃汛时黄水涨大，可以分水不影响正河刷黄。“过闸十余里即入洪湖，可期朝发夕应。查嘉庆九年，回空船及十一年办

里重运，俱曾开放，见效甚速。所虑者，黄流灌入湖内，不免停淤，然该闸下即近张福口引河之尾，纵有淤淀，亦止在此河之

中，来年清水蓄高，即可刷去。”(35)有效的减黄固可以起到一时的作用，然而，嘉庆年间官方开虎山腰减坝的举措，效果并不

好。道光年间包世臣言道：“二十年春，凿虎山腰减坝于徐州，分泄盛涨，而清黄交病。”(36)上游的决口入湖会形成正河余水

流缓而使河身淤高，故这时期的黄河淤高更明显了。嘉庆二十二年，黄河河身变化明显。“从前黄河底低，冬间洪湖存水二三

尺即足敌黄利运，是以坝工不甚吃重。迨后河底逐渐淤高，湖水亦因之抬高，盛涨之时，高堰志椿率长至一丈八九尺，即冬令

水落，亦必收存一丈外方能敌黄水高溜。”(37)乾隆、嘉庆、道光这一百余年中，减黄坝泄水入湖以“引黄助清”的事件经常发

生。早期引黄助清时，湖水浩盛，对清水的影响较小。后期官方直接从清口引黄，则直接淤积湖底，加上倒灌，湖底淤垫越来

越严重。黄河改道以前的最后四十年，为了保证济运，几乎无年不引。从乾隆十八年到道光二十三年，有 19次的黄河决口入湖，

使洪泽湖的淤高速度大大提高。(38)清口的倒灌越来越严重，洪泽湖的北部淤高也越来越强。 

嘉庆七至九年，清口淤高 3米左右，道光年间再淤高 4米左右，洪泽湖水位从居高攻沙刷黄到被动地借黄渡运或灌塘济运，

济运危机加重。漕船经此，每艘船要七八百人乃至千人牵挽，一天只能过 20—30艘。黄河之水常常沿运河达到高邮和宝应城下。
(39)不断的借黄济运，使运河不断淤高。在高邮县，运河和高邮湖将县分为湖东和湖西两部分，高邮湖水位长期比陆地高出 2—3

公尺。
(40)

嘉道年间，运河西堤外的湖滩与东堤外民田高低略同，“比之河身低且丈数”。
(41)

官方不断加筑高家堰以蓄水，却不

敢轻启五坝泄水，且经常启清口上游的峰山四闸减黄，以沉积后的清水入洪泽湖助清。这时，也有黄河的南岸决口，像邵工决

口，会形成湖水入黄后的水流畅通。“邵工亦系南岸漫口，彼时全黄入湖，赖清口通畅。”清口的淮水冲淤并入黄刷黄，山盱

五坝得以保全，然而，许多的黄河南岸决口使黄河淤垫加高并使湖底淤高。嘉庆十八年黎世序言：“臣等溯查，从前湖水出口

入黄，河道宽有二百余丈，下游山海河道比今低至丈余，以故湖中不致涨满。自豫省衡工、江境郭家房等处节次漫溢，河底垫

高，湖水即不能畅出。运口一带，倒灌日甚，不但下游长河较前高至丈余，即湖口以外清水入黄之处，两岸渐淤高滩，现在河

身窄处，仅存宽二三十丈，比旧日河身不及十之二三，是以嘉十六年李家楼漫口黄水归湖，清水不能畅出。”(42)嘉庆十八年，

睢工漫口又一次形成了畅通的局面。道光五年琦善言道：“自嘉庆八年至十七年，河口淤高，黄水倒灌，黄运两河漫口多处，

以至漕粮艰滞，糜帑殃民。若非十八年豫省睢工失事，全黄澄清入湖，畅出清口一载有余，将河底积淤刷涤深通，弊将不可复

救。又焉能至道光元年，洪湖存水八尺一寸，尚高于黄河六尺有余，得以敌黄而济运。虽以上游之失事，藉刷下游之积淤，其

言似属不经，而实在情形，则有在工年老之官弁可询。”(43) 

减黄、淤湖与坝偃控制有着复杂的关系。潘锡恩在道光四年曾对嘉道时期减黄危机进行过分析。“昔靳辅从毛城铺减黄，

水纡折四百余里，入湖后亦淤塞。嘉庆十三年、十六年，两议复毛城铺旧闸，仁宗睿皇帝以黄水入湖，断无不淤，事得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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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祥符闸直灌洪湖，乃当黄水极盛之时，坝口已灌于下，闸口复灌于上。黄水入湖，俱无出路，湖底安得不垫高乎。此时纵使

清水未泄，亦涓滴不能北出，况时值隆冬，堰堤断不能筑，清水断不能蓄，若更引黄入运，阅正、二、三、四月，粮艘衔尾不

断，黄水灌入无停。臣见漕船未及渡完，运道且将淤满。而淮、泗一经涨发，不能北出清口，必仍决堰堤东注，下河之贻患无

穷。”黄河即无清水冲刷河底，河水又分入运河，力弱行缓，必节节停淤，处处壅溢。潘重申恢复清水环境的必要性。“况明

年较之嘉庆十六年，尤有不应出此者，请申言之。十五年高堰之掣通，在十月初三日，今年掣通则较迟四十日。且闻严寒地冻，

修筑维艰，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开御黄坝，其时清水已有所蓄，曾堵束清坝，以防内灌，然且贻害。近年正、月二出运，却须启

坝引黄。是蓄清则比昔为迟，引黄则比昔为早。两者相乘，其害必速而更甚，此最下之策，断不可出者也。”(44) 

这时期清口刷黄的机制基本上得以维持。道光八年，张井等提及清口清水刷黄的历史时言道：“在康熙乾隆年间，湖高于

河丈许，乃获收效，后此惟清水独行之时，始能攻刷见深。如嘉庆十七年以前，河患最甚，是年外南顺黄坝志桩，存底水二丈

六尺五寸。十八年九月，豫省睢工漫溢，至二十年春，始行堵归故道。御坝以下河身，经清水刷涤二年，是年外南顺黄坝，年

底存水二丈五尺。至二十一年，仅存底水一丈九尺，比十七年底水，低至七尺五寸。二十二年虽清水外出时多，并无加深。二

十三年则因分泄倒灌，河底淤高，所存底水即与十七年相同。二十四五两年，豫省马营坝仪工，先后失事，御坝以下河身，又

经清水刷涤二年。至道光元年，顺黄坝志桩，存底水二丈零五寸。而道光二年底水，存至二丈八尺，又淤高七尺五寸，此清水

独行刷淤之明验。至若常年偶启御坝，或高下无多，或暂开即堵，虽清水泄黄下注，亦未见其能刷深也。”这时的运口，常年

倒灌。“所以河底积渐淤高至一丈数尺。臣等年来坚闭上游各闸，不使分流，力守御坝，不使倒灌。”(45)道光年间，黄河河身

淤高加强，情形危机，而嘉庆年间基本上可以维持。这时的总体形势在变坏，清口的形势基本上是畅通的。 

四、高家堰泄水坝成为水情控制中心 

随着黄河河身的抬高，官方难以通过清口的束水坝或御黄坝控制整体水势，水环境控制中心转移到高家堰区，官方通过泄

水坝启闭控制蓄水和泄水，高家堰五坝开始成为控制上下游的控制点。嘉庆年间，山盱五坝的开启程度增加，溃坝的机率也增

加，这又进一步促成高家堰的危机。“山盱五坝规制，自周桥沿河向西南，依次排立仁字、信字、二坝，久未启放，坝基均尚

完好。义字坝于十年跌成深塘，不能签椿修复，现于外层圈筑些坝堵闭。其智、礼二坝，十一年启放后，将坝基坝底俱已冲损。”

黄河和湖底日益增高，西南方向的水势加强，五坝的压力也增加。“考五坝旧制，原系滚水石坝，水涨听其自泄，水落则止。

厥后黄河之底日高，必须加蓄湖水，方能畅出敌黄，原设坝基，遂形卑矮。于是将坝基封土，蓄水愈高，一遇开放，建瓴下注，

辄将坝底冲坏，而下游之被淹浸，万不可阻遏。”河臣们修坝时不得不加高坝基。(46) 

嘉庆八年以后，常有藉黄济运之事。嘉庆八年闰二月，“清口水浅，粮船起驳渡黄，旋黄水倒灌，即借黄济运。”九月黄

水落后，淤泥积于清口河滩，挑浚后仅可通运舟。嘉庆九年，上游衡工的决口已经堵合，黄流入海仍然不畅，倒灌洪湖运河。

九月，清口上下清黄相抵，沙淤更甚，官方开祥符和五瑞二闸减黄助清，并疏治清口。(47)嘉庆十年，清水仍倒灌清口。官方移

束清坝于运口之南接近清水，御黄坝移于河辱，同时引黄济运。“淮水不出清口，藉黄水以济回空。”借黄济运使黄水入运河，

运河大量受淤。淤积令湖水难出清口，淮水异涨时泄水压力转向山盱坝偃，这一年汛期，洪水掣开义坝，官方堆砌碎石以护高

家堰。(48)嘉庆十二年，官方又一次藉黄济运。“是年春，淮水不出清口，藉黄济运。五、六月，河口益淤，攒挑河口淤浅，并

挑五引河。又于御黄坝口门及新挑河尾各设草闸，先引清水灌入，移进漕船，然后开河尾闸，启御黄闸出舟。”(49)这种方法基

本上与道光七年以后的灌塘济运相类似。为了湖蓄，这时开始常闭御黄坝。嘉庆二十年百龄等言：“近年河底垫高，虽湖水盛

大，亦不能外出，徒有倒灌之害，是以于重运全行渡黄之后，即行堵闭。本年清口以下河底，比前刷深数尺，现在黄水早在增

长，而清水尚在畅流出外，自当因时制宜，将御黄、束清两坝，并行拆展，以减洪湖盛涨之势而助黄河刷滌之功。”
(50)

这时的

闭坝，还是在渡运之后闭坝的，渡运期间，清口仍有自然水流的流动。 

嘉庆八年涨水时，五坝惟礼坝尚完整，智义二坝“灰脱石块残缺，仁信二坝，冲跌坑塘，石块掀揭。”嘉庆十年义坝开通

时，庆桂等指出：“若宣泄过多，或致清口淤阻，所关非细。该坝早堵一日，则蓄水多一日之功；湖水多蓄一分，则刷黄多一

分之益。”五坝自康熙三十九年及乾隆十六年得到相对的修缮，到嘉庆年间已破损老旧。“每遇启放过水，或冲跌残损，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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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粘补，并非普律全修。”官方加修高家堰，增加诸坝在水流控制中的作用。(51)由于清口之病，官方更注重及时关闭山盱之

坝以蓄清水。嘉庆十一年，戴均元上奏时言道：“追溯百余年来，惟乾隆五十一年为最大，高堰志椿长至一丈六尺二寸；其次

则乾隆四十三年及嘉庆九年，会长至一丈五尺一寸。本年五月初旬，长至一丈八尺四寸，实为从来所未有。”高水位与湖底淤

高有关，早期的黄河决口之水还没有形成后期那样重的湖底淤积，湖心一带的水深足以容纳湖水上涨。“从前豫省及丰砀等处，

黄河南岸屡有漫溢，浊流荡漾，经由洪泽湖下注，其迤西一带，自多积淤，但湖面周围数百里，甚为宽广。”(52)到后期，湖底

抬高，湖底难容更多的水，高家堰吃重。官方开王营减坝掣泄黄水，同时加筑高家堰并开放智礼二坝。然而，五月水涨时，仍

然掣通信坝。(53) 

这时，清口的蓄泄机制已因黄水倒灌和河身抬高无法起到作用。嘉庆十四年是一个水灾之年，高家堰被冲，清口须修治。

铁保等人在上奏时言道：“清口与运口为淮黄关键，亟应渐次补救也。运口为湖水入运门户，向来头二三闸之上，设有头二三

坝，宽五六七尺不等，并有盖坝、挑清坝、束清坝层层挑护收束，始能收三分济运，七分敌黄之效。然淮弱黄强，力本不敌，

从前旧制完善，尚形倒灌。”(54)这一年，高家堰被冲，为防止来年缺乏水源，河臣们当年冬天便闭坝收蓄清水。徐端奏道：“溯

查向年洪湖存水，总在一丈以内。嗣因黄河河底垫高，湖水因之抬蓄，如十三年冬，洪湖存水仅一丈三尺，次年漕船仍照常赞

运。就现在情形，较十三年水势尚属充余，而先事豫防，自当熟筹储蓄。臣已饬裹河厅将束清坝口门大加收束，俟回空漕船渡

黄完竣，即将御黄坝赶紧堵闭，使清水全注运河。”
(55)
 

这时期，官员们为省事而常借黄济运，他们有时试图恢复以清刷黄的传统模式，由于水流控制难度增加，他们的努力多难

奏效。嘉庆十七年湖水盛涨，礼坝被冲垮，百龄仍堵闭智坝以控制泄水量，以期六月份敌黄济运。“近年每以借黄济运为长策，

殊不知河以倒灌而分流，以分流而底垫，南河痼疾，莫甚于此。本年黄水顺轨畅行，已大有起色，若任听泄枯清水，仍以倒灌

回空，是经岁筹画，底定之功，废于一掷。”(56)七月份，百龄上奏要求修砌礼坝。“若再不将礼坝速堵，任听湖水久泄，不但

下游农田被水，且瞬届开放御坝过船之时，必致黄流拦入清口，诸多窒礙。”当时南河大小官员“以泄枯清水尚可，借黄济运，

沿循痼习。”(57)道光初年孙玉庭曾提到嘉庆年间的惯例。“黎世序任内，于嘉庆二十一、二等年，重运渡黄后，因清强于黄，

即未堵闭。然口门宜宽宜窄，必随时相机收展，操纵由人。近于道光二年伏汛长水较早，即于五月十四日堵闭御黄坝，道光三

年，重运渡竣，因清水外出未堵，旋于六月中旬黄水陡长，较高清水二尺余寸，已形倒灌。于六月十八日将御黄坝堵闭断流，

均有奏案可稽。”(58) 

尚书文服等提到，道光元年以来五六月堵合御黄坝的举措到道光四年以后已成为常态，闭坝成为常态，山盱坝河的控制中

心的地位更加明显。道光四年运船渡完以后，六月中旬清水较高于黄，七月十二日黄高于清，御黄坝尚存口门十六丈余尺，河

督命令赶堵口门。堵了御黄坝，清水不出清口刷黄，洪泽湖湖水会非常快地积累。孙玉庭等在闰七月十九日奏：“洪湖水势，

自御黄坝堵闭后，逐日增长。现在高堰志桩已长存一丈五尺五寸，专由运口一处下注，湖面已开涨满。”这时，连运口的清水

入运，也需要整体上封闭御黄坝积累湖蓄才可以完成。十一月份，御黄与束清处于重新开放状态。“高堰志桩现仍存水一丈七

尺二寸，束清、御黄两坝口门虽已展宽，而湖水盛大，一时不能消减”。山盱信坝泄水较为畅速，这时官方启放信坝，稍减湖

潴。俟湖水消存一丈六尺以内，赶紧堵蓄，以备来春敌黄济运。(59)官方操纵着泄水坝，控制湖蓄。 

从嘉庆元年到道光五年这二十年间，随着黄河日益抬高，蓄水重要性越来越强，高家堰的危机也进一步加重。道光六年三

年，琦善言：“溯查嘉庆至道光五年，顺黄坝洪泽湖水势尺寸，有清高于黄之日，即有黄高于清之时，清不敌黄，则河水即从

而倒灌。而洪泽湖从前水势，案牍不全，无从追溯。就近二十年来，经冬存水从无蓄至一丈八九尺者，此皆因石工陡峻，一遇

风势猛烈，易致掣塌之故。”道光七年六月，洪泽湖的水位蓄于一丈六七尺，仍不能畅出敌黄，却形成了对高家堰前所未有的

危机。蒋攸銛和穆彰阿认为必须多蓄清水才可敌黄。八月二十一日蒋仍然说：“从前洪泽湖存水一丈二三尺即可济运，今则蓄

至一丈六七尺尚不能敌黄。”(60) 

包世臣论及湖底与河身以及下河与上河的关系时指出：“靳公设毛城铺以下减闸十余座，原以为济运也。近年每逢清口淤

浅，即议减黄助清，黄入清即伏下，水面不浑而湖底实淤，其害至酷，似宜永远严守。但湖溜畅出，清口日深，渐次建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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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底亦可掣深。”他认为下河受淮水之害实由黄河。“下河之受清害，黄贻之也。黄减入湖，湖涨满而清口宣泄不及，不得不

开五坝以减入高宝诸湖，而下河遂为泽国。”他提及康熙皇帝陈潢所提筑高家堰重堤的建议。“自翟家坝起，历塘埂古沟、周

桥闸、高良涧、高家堰等处，于堰堤内东首，离堤一百二十丈去处筑大重堤一道，束堰堤减下一千方之水，使之北出清口，如

此则洪泽湖涓滴不入下河。事将举而中止，论者惜之。然黄河减坝不严守，每岁盛涨分减入湖，湖底必淤。湖底既淤，月积岁

累，水无所容，又不得不加高堰工。堰工渐次升高，而堰外之重堤几同赘旒，欲借为重门之障，难矣。”(61) 

五、灌塘济运与危机加重 

嘉庆十二年，官方进行了一次类似灌塘济运的藉黄济运。“是年春，淮水不出清口，藉黄济运。五、六月，河口益淤，攒

挑河口淤浅，并挑五引河。又于御黄坝口门及新挑河尾各设草闸，先引清水灌入，移进漕船，然后开河尾闸，启御黄闸出舟。”

这是道光年间成为常态的灌塘济运之法，只是当时用清水灌漕。八月，“洪湖水长，启放束清、御黄两坝，运舟无滞。”(62)这

时的束清、御黄二坝在运舟通行时仍有自然水流的流动。道光六、七年以后的灌塘济运，御黄坝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运舟只

通过草闸进出。灌塘济运时，自然水流流动几乎很少，再加上其他时间常闭御坝以增湖蓄，清口的自然水流交汇更少。灌塘济

运又称倒塘，琦善等在道光六年讲述了灌塘济运的办法：“臣潘锡恩前在淮扬道任内，筹议戽水通船之法。拟于里河头坝坚筑

拦水大坝一道，再将临黄之钳口坝，改建草闸一道，内可容船一千余号。安设水车，将清水戽入内塘。内水高于黄水一尺，即

行启闸放船，以全漕四千余号之船，分作四次，可以全渡。”这是将黄水澄清以戽水入柜的水柜技术。“查两岸盖黄坝以上，

滩面宽阔，宜圈筑水柜，车戽黄水，以高就下，先使澄清，再为启堰宣放入河，较之车戽清水，由下而上，实属事半功倍。”

以水柜技术为本，所灌之水是黄水。这一年六月初十日办竣工程以后，七月二十三日顺黄坝存水三丈五尺七寸，高于清水二尺

三寸。这种办法行之有效，琦善等人认为可以不再盘运而行灌塘之法。“盘运海运诸法，皆济河运之穷。在盘运事较着实，而

糜币病丁，难于为继。海运行走甚为迅速，而无涉重洋，未可处常。”(63)道光七年以后，运口形成稳定的灌塘济运，其机制类

似前现代的船闸之制，一启一闭，进船出船。
(64)
 

这时期，运口淤垫的加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道光五年孙玉庭等在上奏时指出：“查黄水自外南御黄坝入运，经由里

河、扬河，计程二百数十里。至高邮州以南，即渐澄清下注。两岸既无旁泄，淤沙全积运河。水过沙停，由近及远。其御黄坝

以内至里河运口，受淤最多。清江至淮城上下，亦渐淤垫。”这时期的受淤与嘉庆十六年全黄入运不同，那一次因上游泄水，

黄水泄于宝应西岸的湖泊内，里运河淤垫无多。这时的黄水借运河流行，淤垫集中于运河。(65)清水较盛时，高家堰加高的必要

性低，高家堰在壅正年间得到加固后，形成了特有的清水过旺现象。嘉道年间，清口出水难，官方不断加高高家堰，高家堰危

机更加严重。道光七年六月，蒋攸銛等人奏道：“嘉庆初年，存水不过数尺，亦尚足以济运，今则河底逐年淤高，已在二丈以

外，湖水因之多蓄增高。五道引河，久在水底，而十余年来，常年启放徐州减水各闸坝，引黄入湖，以致黄河既溜缓增淤，湖

西一带亦因淤沙垫高，全湖侧注东岸。”
(66)

高家堰不断筑高，湖水位高出大堤以东里下河地面 4—6 米，洪水时期达 6—8 米，

洪泽湖名府其实成为一个悬湖。堤防溃决，堤东汪洋一片。(67) 

正是几十年来湖河的底高变化，水位变化，清口的刷黄条件难再，高家堰形势愈加危机。道光八年张井上奏时言道：“江

境御黄坝上下一带黄河，积年淤垫，臣张井于道光六年春间亲自测量，比道光元年高至一丈至一丈四五尺。两年来严守上游闸

坝，不任旁分，酌用倒塘，不任倒灌，专力攻刷，虽渐觉深通，而为效甚迟。现在外南厅顺黄坝存水，比之道光元年，尚大一

丈二尺余寸，是即河底尚未淤垫至此，然重空粮船经行，已无岁无倒灌之害，今以淤高丈余之黄河，而欲常启御坝，使清水外

出刷涤，势实有所不能。至于洪湖之水，以黄河现存水势而计，必蓄至一丈七尺以外，仅能与之相敌。蓄至一丈八九尺，始能

畅出，而堰、盱两厅石工，风暴堪虞，实不能冒此风险。”清水蓄水水位如此之高，必然危及山盱堰坝。
(68)
 

这时期的湖蓄维持更加重要，由于灌塘济运的需要，官员们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措施稳定湖蓄。以道光十一年为例，正月，

官员们担心黄水春天上涨，不敢轻启御黄坝致耗湖潴。二月，官方组织人力帮宽大堤。三月，重运经临，湖水因上源来水而上

涨，官员们也不敢启坝泄水。张井对这一年清黄水情作了乐观估计：“查上年冬底，黄河存水二丈九尺五寸，于近年底水为最

小。洪泽湖长存一丈七尺二寸，于近年春水为最大。”他期望黄河不见长，以清流自然渡运，不必灌塘。四月十四日，陶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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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清水敌黄，重运漕船，行走顺利，惟洪湖水势浩瀚。”三月以来清高于黄，四月以来黄水旋消，重运漕船，均系顺流

渡送，无须倒塘。这时的高家堰石工却是吃紧。“惟洪泽湖水势，目前长至一丈九尺五寸，溯查案据，自以此湖以来，未有存

水如此大者。”为了保护高、宝、邵伯处的运舟，张井与陶澍组织堰盱两厅的人员搂护高家堰，也不敢轻启高家堰坝河，等运

船过高宝后，才放“上游洪湖之智坝义礼二河。”(69) 

道年初年引黄渡运时，“湖身因受黄减淤底而高堰吃重。”道光四年，包世臣认为洪泽湖的淤积源于这时期的减黄入运。

“南河自凿铜沛南岸之虎山腰为减水坝，宽四十丈以减黄涨，十年以来，至五月辄开放，湖心淤积数丈。”黄水入湖后，淤湖

底而水面抬高。“故今年至仲冬而黄水不落者，非水大也，河身淤高而不能落也。下游淤高，则上游著重，明年大汛一至，上

自邳宿，下至山海，两岸千里，所在危矣。”（70)在清口区渡运需要的蓄水更深。麟庆言道：“盖从前所谓蓄者，不过一丈，即

可敌黄，今蓄至一丈八尺，而伏初盛涨，重运方行，竟有不能外出之候。一遇风浪，淮扬可危。总以冬间收存一丈五尺，足可

灌塘力度。重运尾帮，一过扬粮，先将归江总路畅放，腾让河身，仍俟全数渡后，即将山盱各河坝，酌量减泄。水小先放一二

处，水大全放。”（71)道光十七年四月，麟庆在上奏中提到高家堰志桩在存水一丈六尺五寸时已将山盱礼字引河开启，以后高家

堰志桩涨到一丈六尺九寸才开放泄水。为防止连续上涨所引起的高家堰吃重和下游的运河堤防吃重，官方不得不开高邮四坝。（72) 

由于黄河河身的抬高，南岸决口时的全黄入湖使高家堰的危机比以前更加严重。道光十二年全黄入湖，高家堰水志至二丈

一尺九寸。“嘉庆十八年睢工漫口，二十四年兰仪漫溢，均系全黄入湖。核其长水各只二尺七寸，即出清口递消。其盛涨之时，

高堰志桩不过存水一丈七尺六寸及一丈九尺二寸。今则长水势将过半，积存又复加多，较上年洪湖自来未有之异涨，尚大九寸。”

道光二年后，黄河“河身淤高一丈余尺，非睢仪两工启放时可比。计非刷涤日久，不能遽见深通，即难期于一时大减湖涨。现

在堰盱石工，入水者十居八九，仅恃堤顶子堰，捍御全湖。”（73)道光十二年，决口在清口以上四十余里处直灌入湖，全黄入湖

的时间达三个月，全黄入湖形成大规模淤垫。潘锡恩奏道：“将来堵口复故，势必全湖俱为平陆。清水少蓄，则不足送漕；稍

为多蓄，则高堰危险。”潘认为救急的办法是救湖，救湖是在远处分黄制止近处的黄流入湖。“欲救湖莫过于急掣黄流之一法。

盖大溜掣则清黄分，清黄分则百病去。臣请于萧南厅择长堤土性较坚之处，照道光六年减坝之例，奏请启放，以掣全河。上游

既已掣流，则下游之决口立涸。使河由萧南堤外荡漾而下，至洪湖历千里之远，汇成清水。然后大辟束御两坝，俾全湖畅出清

口。凡外南北积年中梗之病，藉此可以刷涤深通。”（74)从较远的地方开堤引黄河之水入湖，入湖时成为清水，有刷涤的能力，

可以以黄治黄。 

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分析了清黄关系对运河的影响。“自乾隆嘉庆年间，江豫两省，屡经旁溢，长河节受淤垫。始而清黄

互有高下，逮至道光六年以后，黄水长高于清，阅今二十余年，清黄不能交汇。是以重空二运粮艘，悉用灌塘放渡，安之已久。”

这一年“高堰湖水蓄成一丈七尺五寸，已不为小，而黄河水面仍高湖面三尺九寸。随后大汛长水之际，更难望清高于黄。”（75)

危机的加剧，终在黄河北徙之后，淮水无法入黄河故道入海。道光二十二年正月，麟庆奏道：“道光初年，清水送漕，彼时年

底顺黄坝只存水二丈余尺。自六年放王家减坝不畅，河底增淤丈余，每年底水总在三丈五六尺，是以湖水常矮于黄。欲济运行，

舍灌塘别良法。”（76)由于入黄之水更少，出高家堰之水更多，高家堰危机也进一步加重。道光七年，钱仪吉在上奏时指出：“查

洪泽湖水，向以七分敌黄，三分济运。今河身垫高，清水必须多蓄，而多蓄清水，高堰新工，即难抵御。”这时的蓄清基本上

是为了入运，因湖底较高，清口区域亦日益垫高，济运需要更多的蓄清。“自高堰漫决之后，继以借黄济运，而坎口遂日见淤

高。”（77)这时的济运使湖蓄增多，进而使高家堰危机加重。道光十九年，吏科掌印给事中汪报原奏：“盖黄河旧制，多借清水

以刷沙，沙既刷则黄河深，而清水亦因以宣泄，此前人之良法也。近年清不入黄，无可刷沙，以致沙停底淤，入海尾闾之地，

不能畅达。每当盛涨，水面即高于清数尺，黄水既高，还将能不蓄清以济运？至清愈蓄愈高，则漕船仍不能遄行。而高堰山盱，

巨浪拍岸，一遇西风，淮扬险极。迨万不得已，甫开下河闸坝，淮即幸免，而扬属之田已成巨浸。”
（78)

面对高家堰的险情，官

方在道光十四年准备开林家西滚坝。麟庆对林家西坝有过描述：“林家西滚坝泄水虽灵，堵闭每虞费手，且同时启放，下游吃

重，又须急放高邮四坝。”（79)这时，其他坝河经常处于失修冲毁状态，林家西坝这时成为控制湖蓄的重点，亦成为水情的控制

点。 

六、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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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到清代中后期，随着黄河倒灌和黄水入湖，洪泽湖北部淤高，湖水大量通过南部五坝进入入江通道。随着官方束清

刷黄的能力大减，自明末以来形成的治黄、与治运一体化的治理能力，到乾隆末期已大大减弱。水环境的变迁使官方无法恢复

七分敌黄、三分入运的水势，只能常闭御黄坝蓄清，并经常使用引黄济运或灌塘济运的办法维持运舟渡黄。从乾隆末年以后，

由于河身与湖底抬高，高家堰不得不筑高以维持湖蓄，高家堰五坝区成为清代中后期整个区域的水文控制中心，而早期的这一

控制中心是在清口。伴随着控制中心的转移，下游水流越来越向归江通道集中，而清口区自然生态下的水文互动进一步减少。

这期间有许多重要的时间节点。水环境的从缺到丰，发生于乾隆二十年；乾隆五十年左右形成引黄济运；道光七年形成灌塘济

运；咸丰五年形成黄河改道。黄淮运湖水文在每一个期间都处于敏感的互动状态下，官方的各种控制措施也因之而生。黄河北

徙以后，淮水不入黄，高家堰诸坝河成为自然的泄水通道。“淮水不能自复故道。礼河不闭，淮水由之，山盱滚坝悉废。”（80)

除部分入海以外，淮水更多地从长江归海，从一个更像黄河的支流，变成更像长江的支流。这期间清王朝对黄淮运的各种治理

措施，促成了这种水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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